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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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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表明,不同所有制之间原本明显的界限正在

被密切的依存性质所打破,出现普遍的共生形态。本文试图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理

论引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借鉴两种群共生演化的理论模型,

讨论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三种共生模式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条件。在此基础

上,运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共生度的静态、

动态面板模型,以判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发展模式。研究发现,中

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存在非对称性互惠的共生发展关系。进一步地,文章对国

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理论阐释,并由研究结论推演出三点政策

启示,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不动摇和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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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深入研究与拓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理论,是深刻理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也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基础。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文简称 《决定》)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

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

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决定》和党

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清晰地界定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共同发展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为这一命题提供了很好的佐证。从国内发展来看,

旧中国实行的是多种私有制经济,但发展缓慢,并直接导致中国长期积贫积弱、频遭

列强侵略。从国际情况来看,许多经济落后的原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纷纷走上了资本

主义道路,而中国却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以

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大大超过了前一类国家,也超过了很多实行私有

制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更是前所未见。①

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命题

并不成立。他们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

矛盾的。受此影响,中国有一些学者,照搬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国有经济

与民营经济之间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视而不见,对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所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固执地认为中国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相融的。

其政策主张是,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体系,就必须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

化改革,推动国退民进、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如果按照此种思路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则必将陷入全面私有化陷阱。为避免改革被带到邪路上去、犯颠覆性错误,我

① 卫兴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搞好国有企业》,《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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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加大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与宣传

力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考虑到市场竞争有类似于自然界

相互依存、优胜劣汰的生存机制的一面,我们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

群,以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为理论基础,应用该理论的理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分析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第二,讨论了不同共生模式在Logistic共生模型下的

均衡解及其稳定性条件,提出相关假设,并实证验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

发展关系。第三,基于稳健性的考虑,在研究时使用了两组指标,同时分别建立了分

时段、不含控制变量与含控制变量、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论证了回归结果具有

稳健性。第四,本文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进行了理论阐释。很多文

章只是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某种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但未从理论上揭示其机理,而

本文做到了。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为后文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同时围绕文献综述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H1。第三部分借助共生理论Logistic模型的阐

释,具体分析了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模式的特征,并据此提出相关命题,继而

引入文章的第二个假设 H2。该部分理论分析对于后文具体判断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

间的共生关系,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四部分是研究方法与实证

分析,根据有关共生度的回归结果对假设进行检验。第五部分进一步阐释国有经济与

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第六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

点认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是对立的、冲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经济与

民营经济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争论和研究的焦点主要围绕国有

经济是否挤压了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国有经济是否拖累了民营经济增长展开。关于这

方面的研究文献,我们已经在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关系研究:进展、论争与评

述》① 一文中作了详细评述,这里不再重复。

① 洪功翔:《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关系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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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是 “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论,还是 “拖累”民营经济增长论,

都是为私有化提供理论支撑和营造舆论环境。所以,我们要通过加大理论研究力度和

宣传力度,来抢占国有企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高地,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确

保中国改革深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把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

济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就是我们采取的行动之一。

如果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视为两个生态种群的话,二者通过复杂的群内和群间

关系会组成一个共生演化系统。德国医生、真菌学家德巴里 (AntondeBary)率先将

生物学上的共生定义为一些种群之间的亲密生活方式。1884年他又进一步描述了几种

生物间的共生方式,并具体判别了共生与非共生的区别以及寄生与共生的区别。①自此,

生物学共生理论被广泛应用,并延伸至跨学科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和青睐。马歇尔甚至在 《经济学原理》中明确指出 “经济学家的圣地就在于经济生物

学”。②程恩富也讨论了经济学领域引入共生理论的意义。③他进一步指出,在生物界种

群共生与竞争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同样,市场经济下人类的经济活动除了存在激烈的

竞争,也存在共生发展。④袁纯清更是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现象拓展为经济学中的 “共生

理论”。他借鉴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及相关理论,运用数理分析,初步建立了 “共生理

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基本研究框架,⑤并首创性地应用共生的分析方法对日本、德国、

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小型经济开展了对比研究。⑥吴飞驰也肯定了共生理论是认识人类社

会甚至经济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认为只有各种所有制形式共生共存、互惠互利才

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特点和优势,从而有效地配置经济

资源,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全面提高。⑦

此外,不少学者陆续引入Logistic共生演化模型,从数理模型角度出发对不同产

业、企业之间的稳定性展开深入分析,进而估算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从中获得启

示,寻找进一步实现共生的途径。刘浩和原毅军、田刚和贡文伟等就分别对生产性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洪黎民:《共生的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6年第4期。
张日波:《马歇尔论经济生物学》,《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0期。
程恩富:《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671、672页。
程恩富:《生物的共生与经济演化———生物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光明日报》2004年3月16日。
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 (上)》,《改革》1998年第2期。
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 (下)》,《改革》1998年第3期。
吴飞驰:《关于共生理念的思考》,《哲学动态》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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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与制造业、制造业与物流业间的共生关系进行了细致剖析。①②李帮喜、崔震也试

图建立生物生态学物种竞争模型探讨国有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并通过呈现二

者动态演化过程,论证了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合理性。③

综上所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共生”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现象,也

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可能也是中国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逻辑起点。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关系。

作为两个共生种群,国有经济不会 “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也不会 “拖累”民营

经济增长,反而会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二者可实现共生共赢。

三、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

共生体系由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要素组成。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体

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作为共生系统中的共生

单元参与竞合过程。而共生单元之间只有具备某种内在的联系才可能构成共生关系。

其中,质参量则可以描述共生单元的内在性质。因此,确立和判别共生关系的核心就

在于识别和掌握共生单元的质参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用共生度及共生系数表示,具体

见第四部分。共生环境是指除共生单元以外的一切影响因素的总和。共生模式是各共

生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称共生关系。根据行为方式不同可分为寄生、偏利共

生和互惠共生。其中互惠共生又分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是共生的

主要行为形态。生物学中考察共生系统状态变化的关键在于考察种群之间共生模式

(关系)的变化。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具有很多与生物相似的特性,因此如果把它们看成是两个种

群的话,那么种群共生演化的理论模型同样可以运用到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关

系的分析中,这一点也得到部分学者如李帮喜等人的认同。本文讨论了不同共生模式

①
②

③

刘浩、原毅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生行为模式检验》,《财贸研究》2010年第3期。
田刚、贡文伟等:《制造业与物流业共生关系演化规律及动力模型研究》,《工业工程与管理》2013年第

2期。
李帮喜、崔震:《生物动力学视角下的国企与私企问题研究》,第十届CAPE会议论文,北京,2016年8

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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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Logisticgrowth模型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性条件,这种对共生理论模型的深入探讨

有利于帮助我们梳理不同共生模型下的内在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可检验

的假设 (H2):国有与民营经济是存在共生关系的,并且很可能是非对称性互惠的共

生模式。因此,该部分对于后文具体实证判断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具有重

要理论支持作用,对于第六部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单一种群时的Logisticgrowth模型

比利时生物数学家沃赫斯特 (Verhulst)在1838年提出了Logisticgrowth模型。①

该模型作为描述单一种群增长在有限环境下,受环境制约且与密度相关的最佳数学模

型,被广泛应用于动植物生长发育和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种

群数量都明显受资源、技术和制度等环境因素约束,种群数量的演变也是密度依赖的,

因此,可以借助Logistic模型对其进行描述。因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独立状态下生

态效益的增长规律可表示为:

  dN(t)
dt

=r(1-
N(t)
Nm

)N(t) (1)

  N(t0)=N0 (2)

其中,N(t)表示中国国有或民营经济产值随时间t变化的函数,Nm 表示在一定时

间或特定区域内,国有或民营经济面临的最大环境容量。r代表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产

值的自然增长率或内禀性增长率。不同种群因所面临的环境和内在属性不同,其增长

率一般也是不同的。因此,r*N(t)体现了产值增长的趋势,1-
N(t)
Nm

则代表了环境和

资源对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产值增长的阻滞作用。

当考虑到两个种群之间的相互影响时,Logistic模型同样适用。假设两种群在同一

区域生存时,二者可能的共生关系有三种: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本文将通过

分析模型的均衡解及其稳定性条件,分别讨论这三类共生关系的内在特征。进一步地,

从共生理论的角度看,共生能量的分配、共生界面的选择、共生度的改变都会引起共

①

②

S.H.Levine,“ProductsandEcologicalModels:APopulationEcologyPerspective”,JournalofIndustrial
Ecology,vol.3,no.2(1999),pp.47 62.

李子彪:《区域创新系统多创新极共生演化模型与实证》,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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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统发生改变,因此各单元间的共生关系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稳定状态。①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共生关系也可能不同。因此考察国有经济

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关系既要遵循种群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结合当前的现实情况做具

体判断。

(二)寄生的情形

两种群之间一方受益,另一方受害的相互关系称为 “寄生”。寄生企业依靠 “食

取”寄主企业的资本或收益而生存,寄生企业离不开寄主企业,寄主在形态上大于寄

生者,寄生者的能量或物质消费量只占寄主生产量的一部分或小部分。寄生企业因获

取了资本或者收益而得以生存,而寄主企业因资本亏损或收益下降生存能力不断降低。

如果寄主企业收益降低幅度超过其自身盈利幅度,寄主企业将会衰亡,寄生企业也将

失去生存条件。因而寄生企业有与寄主企业共存的愿望。假设受害的一方即寄主为

N1,N2寄生于N1中,则N1对N2有一个正向的贡献率b2,N2企业对N1企业有一个

负向的贡献率b1。此时模型为:

  
dN1

dt =r1N1(1-
N1

Nm1
-b1

N2

Nm2
) (3)

  
dN2

dt =r2N2(-1-
N2

Nm2
+b2

N1

Nm1
) (4)

为求二者增长的平衡点,令

  f1(N1,N2)=0;f2(N1,N2)=0

进一步地,通过雅可比矩阵法讨论平衡点的稳定性。本文中雅可比矩阵J为:

  

(∂f1

∂N1
)N10,N20

(∂f2

∂N1
)N10,N20

(∂f1

∂N2
)N10,N20

(∂f2

∂N2
)N10,N20

(5)

得稳定平衡点为 (Nm1,0)和 (b1+1
b1b2+1

Nm1,
b2-1
b1b2+1

Nm2)。

① 丁永波、周柏翔、凌丹:《供应链联盟共生模式及稳定性分析》,《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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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1:对于稳定平衡点(Nm1,0),稳定条件为b2<1,寄主N1企业对N2企业

的贡献率不高。这表明,在寄生企业价值消费速度低于寄主企业价值的生产速度时,

稳定性较好。但随着N2 企业的发展壮大,企业所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最终多到 N1

企业无法满足时,N2 企业将因资源约束走向衰落。而此时的 N1 企业却能从中脱离出

来,实现快速发展,直到因环境与资源的限制而停止增长,①只是此时快速发展的程度

与N2 企业对其损害程度有关,即b1 的大小。

情况2:对于稳定平衡点 (b1+1
b1b2+1

Nm1,
b2-1

b1b2+1
Nm2),稳定条件为b2 >1。表

示N1 寄主企业对N2 企业的贡献率较高,此时N1 企业各方面实力应都很强,能够满

足N2 企业的发展需要。当b1 >0,b2 >1,有
b1+1
b1b2+1

Nm1 <Nm1,
b2-1

b1b2+1
Nm2 <

Nm2 ,均低于各自独立发展时环境所允许的最大容量。

由上述分析得到命题一。

命题1:寄生共生模式下,寄主和寄生方最大环境容量均无法超过独自发展时的数

量,共生单元不能实现1+1>2的预期生态共生目的。这与现实中企业希望通过创造

新能量来提升竞争力的愿景是相矛盾的,不可能长期存在。

(三)偏利共生的情形

偏利共生模式与寄生模式的不同点在于它是有新能量产生的,但这种共生行为也

只是单方面的,即种间相互作用对一方没有影响,而对另一方有益。假设受益方为 N2

企业,则无利益方N1 企业对N2 企业有一个正向的贡献率b2,N2 企业对N1 企业无任

何影响。此时模型为:

  
dN1

dt =r1N1(1-
N1

Nm1
) (6)

  
dN2

dt =r2N2(1-
N2

Nm2
+b2

N1

Nm1
) (7)

同理得到稳定平衡点为 [Nm1,(1+b2)Nm2],稳定条件为b2 >0。此时N1 企业

和N2 企业之间无相互竞争关系,且N2 企业从N1 企业处得到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支

① 刘满凤、危文朝:《基于扩展Logistic模型的产业集群生态共生稳定性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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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扩大稳定时的产出,即超出了独立成长时的最大极限值。而无利益方N1 在无利可

图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从事共生活动,可能是因为共生比不共生产生的结果更好,例如

共生可以有效地将研究机构产生的无用产出吸收掉,对整个社会的总效益而言是有益

的。虽然N1 并不是主动参与共生活动,但最终共生单元之间依然可以实现1+1>2的

共生效果。在实际中,由于企业具备理性人的特征,一般不会长久地做 “利人不利己”

的交易,①除非共生系统建立了对非获利方的补偿机制,如政策优惠、返税退税等,否

则,偏利共生的发展状态就很难持续下去。

在偏利共生的情形下可得命题2。

命题2:偏利共生模式下,共生单元之间虽然可以实现1+1>2的共生效果,但

“利人不利己”的交易不会长久持续发展下去,除非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否则无利益

方最终会打破这种共生模式,推进共生系统向更高级的共生状态演进。

(四)互惠共生的情形

要使共生组织具有持久稳定性,必须使共生各方都从共生组织中得到利益,因此,

互惠共生是必然选择。互惠共生关系可以使共生组织系统产生新能量,并使新能量惠

及共生各方,从而形成共生的基础。②当二者之间形成互惠共生的发展模式时,模型表

现形式如下:

  
dN1

dt =r1N1(1-
N1

Nm1
+b1

N2

Nm2
)=f1(N1,N2) (8)

  
dN2

dt =r2N2(1-
N2

Nm2
+b2

N1

Nm1
)=f2(N1,N2) (9)

求得稳定平衡点:A Nm1(1+b1)
1-b1b2

;Nm2(1+b2)
1-b1b1

é

ë
êê

ù

û
úú ,且当b1b2 <1时才有现实意

义。在模型假设下,有以下两种可能存在实际意义:一是当两者彼此成长相互影响系

数一个很小趋于0,另一个大于1时两者之间为非对称互利共生,二是当b1<1,b2<

1时为对称性互利共生。这两种模式下均有:

  
Nm1(1+b1)
1-b1b2 >Nm1;

Nm2(1+b2)
1-b1b1 >Nm2

①
②

马旭军、宗刚:《基于Logistic模型的员工和企业共生行为稳定性研究》,《经济问题》2016年第1期。
庄晋财、陈剑林:《区域经济中大小企业共生机理及模式选择》,《财经科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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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上述两种情况的模型都能实现两者互利均衡,但均衡稳定性是不同

的。共生伙伴非对称互惠共生下的发展明显优于独立发展时的水平。然而,共生能量

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的不对称会促使共生伙伴向更高级的共生关系 (对称互惠共生模

式)演进。此时,共生伙伴彼此对对方的贡献比较接近,最终的结果是实现共赢。因

此,对称互惠共生模式是最为理想的共生状态,也是最为稳定的状态。但需要注意的

是,由b1<1,b2<1可知这种模式下合作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因此企业除与其他企

业合作以外,还要注重自身实力的壮大,通过充分挖掘企业内部资源,从更深次来维

持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由上述分析得到命题3。

命题3:当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状态达到互惠共生时,双方获得的利益均大

于独立发展时的利益,可实现1+1>2的共生效果。其中,对称互惠共生模式是最稳

定的模式,但企业之间不能存在过大的依赖性,要在相互合作的同时保持合理的竞争,

否则会影响企业的独立发展。

进一步地,通过对均衡解的研究得到命题4。

命题4:共生系统的均衡规模水平只与外生的资源供给及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

系数相关,而与共生单元固有的成长率无关。

以上命题所导出的含义清晰而鲜明。根据经济学的 “理性”假设,企业都是以自

身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的的。现实中也不会有企业愿意长期充当 “救世主”的角色,

无偿为另一企业提供帮助,实践中只有一种一体化寄生关系常表现出类似特征,即实

力较雄厚的母公司与其刚成立的子公司之间常常表现出寄生的特征,只是这种状态也

不会持续多久。至于偏利共生模式,尽管它会产生新的能量,但新能量只惠及某一方,

对另一方来说,既无所得,也无所失。因此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没有动机持续做这

种 “利人不利己”的事情。在所有企业共生行为中,企业互惠共生是稳定性较好的一

种。在互惠模式下,两类企业均获得新的共生能量。其中,对称性互惠共生状态下的

物流、信息流和价值链都处于最高效率状态。因此,现实中两业共生关系主要是互惠

共生。其中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较为普遍,而对称性互惠共生则是一种理想状态。从寄

生到对称性互惠共生是两业共生关系演化的轨迹。共生体从形成、成长到成熟,从不

稳定到稳定的演进,不仅体现了生物界种群间共生发展的路径,也是社会经济领域各

主体之间共生发展的规律所在。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要想保持长久的共同繁荣发展,也必然

遵循上述共生发展规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进行最初的资本积累,萌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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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寄生于国有企业中,力求站稳脚跟以待发展。随后,它们开始

以自身的特有优势承接国有企业的低附加值及下游产品的转移。在逐渐发展壮大后,

不少民营企业开始独立发展,依靠灵活体制机制、低廉的成本等优势获得市场份额,

与国有企业形成了较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双方在合作与竞争中提升了各自的核心竞争

力,促进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时至今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不

再仅仅局限于单方面的寄生或偏利共生,而呈现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态势。

因此,根据对如上四个命题的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有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本文

提出另一个可检验的假设 (H2):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存在互惠共生的共生关系,

并且很可能是非对称性互惠的共生模式。

四、 研究方法与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和变量的选择

1.分析方法的选择

共生系统状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共生模式 (关系)上。人类可以主观感受到自然

界生物的共生关系,而在经济领域,模块A 与模块B发生共生关系时,其程度的强弱

则不易在直观上判断,需要依据相关指标进行计算。①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两个假设,

借鉴袁纯清建立的利用共生度及共生系数来描述银行和企业间共生关系的技术方法,②

本文将对国有与民营经济间的共生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描述共生关系最常用的指标是共生度,它本质上是一个弹性概念,反映两个共生

单元质参量能量相互影响的程度。假设国有经济的质参量为Zs,民营经济的质参量为

Zn,δsn、δns就是上述的共生度指标,其中δsn 的含义是民营经济质参量变化率所引

起的国有经济质参量的变化率。δns则表示国有经济质参量变化率所引起的民营经济质

参量的变化率。以δsn 为例,其公式表示如下:

  δsn =
dZs/Zs

dZn/Zn
,dZj ≠0 (10)

①
②

胡晓鹏:《产业共生:理论界定及其内在机理》,《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9期。
袁纯清:《金融共生理论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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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生度判别共生的行为模式的具体判别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度判别共生模式

共生度 共生模式

δsn =δns >0 正向对称互惠共生

δsn ≠δns >0 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

δsn <0,δns >0 民营经济寄生于国有经济

δsn >0,δns <0 国有经济寄生于民营经济

δsn =0,δns >0;δns =0,δsn >0δsn =δns =0 正向偏利共生

δsn =0,δns <0;δns =0,δsn <0 反向偏利共生

共生单元质参量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共生度计算得到的共生系数来反映,共生

系数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大小。其表达式为:

  θsn =
δsn

δsn +δns
(11)

  θns =
δns

δsn +δns
(12)

  θsn +θns =1 (13)

当θsn =θns =0.5,表明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作用和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作用

相同;

当θsn =0,θns =1,表明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无推动作用,只有国有经济对民营经

济有作用;

当0<θsn<0.5,表明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推动作用要大于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

的作用;

当0.5<θsn <1,表明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作用要小于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

作用。

以上两种分析方法关键在于求得共生度。本文决定以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

的方法求得共生度。

2.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共生单元之间的质变量并非唯一,因此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别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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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与民营企业的工业销售总产值和利润总额两组指标共同衡量国有与民营经济①发展水

平,即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以便进行稳健性分析。另外,为了剔除价格水平的影响,

采用工业品出厂指数分别对工业销售总产值、利润总额进行了平减。在数据的处理上,

为了方便并且为测算共生度这一弹性指标,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做取对数处理。结

合所选取的各种变量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级行政区 (西藏部分

数据不全,故没有列入)的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开展分析。考虑到中国各地区的国有

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本文分别对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分地区进行回归分

析。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1省市;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市;西部包

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1省市。

3.控制变量

综合现有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宏观计量研究文献,本文设定若干可能影响

二者的变量如下:反映投资水平的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反映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

干预程度的政府规制 (财政支出/GDP);反映中国基础设施水平的公路密度 (公路运

营里程除以国土面积,公里数/平方公里数);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总额

在GDP中的比重;反映对外开放水平的外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反映城镇化水平

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所有变量的文中表述方式、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文中表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自变量

国有工业销售总产值对数 lnZs1 7.7916 1.0012 4.8700 9.7500
民营工业销售总产值对数 lnZn1 7.6145 1.8829 2.0300 11.4800

国有利润总额对数 lnZs2 4.8871 1.3345 -0.0200 7.3600
民营利润总额对数 lnZn2 4.7712 2.0171 -0.8700 8.7600

控制变量

投资水平 inve 0.5718 0.2197 0.2500 1.3300
政府规制 regu 0.1902 0.0876 0.0700 0.6300
交通密度 tran 0.6784 0.4566 0.0100 2.1000
金融发展 fina 1.8913 1.4128 0.1000 7.2500
对外开放 fdi 0.4353 0.5450 0.0500 5.7100
城镇化 urban 0.4884 0.1526 0.2300 0.9000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 《中国金融年鉴》。

①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代表。民营经济的两组质

变量数值分别由包括私营企业、外商和港澳台三类工业企业在内的对应数值相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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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归模型简介

1.静态面板回归模型

在计量经济学中,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方法通常包括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三类。混合回归的基本假设是不存在个体效应,所有个体都拥有完全一样的

回归方程。但由于样本中往往存在一些难以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因此

反映个体效应的固定效应 (Fe)和随机效应 (Re)模型可以有效避免这些因素对估计

结果产生的偏误,应用也更为广泛。本文通过F检验拒绝了混合模型的设定,最终选

择基于个体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本模型如下:

  lnZnit=α1+δnslnZsit+β1Xit+μi+ξit (14)

  lnZsit=α2+δsnlnZnit+β2Xit+γi+εit (15)

式 (14)和 (15)中lnZnit 、lnZsit 分别表示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部门质变量的对

数。δns 、δsn 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国有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度。通过δns 和δsn 的

数值比较,即可判定中国整体和各分组区域的国有与民营经济的共生行为模式。Xit 表

示控制变量向量,β1、β2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γi 、μi 表示个体效应,α1、α2 为截距

项,ξit 、εit 为残差项。所有变量的下标中i表示个体,t表示时间。此外,本文将通过

Hausman检验决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当 Hausman值低于某一显著性水平

下 (10%)的临界值时,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2.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缺点在于不能体现滞后效应,然而每一个经济因素变动都存

在一定的惯性,前一期的结果通常对当期结果产生一定影响。①因此,文章进一步引入

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得到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lnZnit=δnslnZsit+δnlnZsi,t-1+β1Xit+μi+εit (16)

  lnZsit=δsnlnZnit+δslnZni,t-1+β2Xit+γi+εit (17)

其中,lnZsi,t-1 、lnZni,t-1 表示滞后项,其他变量跟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解释相同。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因为包括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所以模型本身可能存在内生

性的问题。传统的估计方法如 OLS、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效应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①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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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差分GMM 估计和系统GMM 估计是目前使用较多的方法。其中,差分GMM是阿

雷拉诺 (Arellano)等率先提出的,它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差分方程中的滞后解释变量

视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但它的缺点是容易引起弱工具变量的问题。①为了克服以上

不足,阿雷拉诺等、② 布伦德尔 (Blundell)等③提出了系统GMM。GMM在构建工具

变量的同时运用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样一来样本工具变量的容量进一步扩大,

弱工具变量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系统GMM 相较差分GMM
估计方法更为合理,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此外,对于系统GMM 估计

结果的有效性,阿雷拉诺、布伦德尔等人提出了一个检验办法,即一次差分后的随机

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但可以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因此,当其原假设为不存在

二阶随机误差项序列自相关,通常用Arellano-Bond方法进行检验。同时,由于没有采

用Robust估计方法,故本文只提供了Sargan值作为工具变量设置是否有效的检验。

(三)计量分析

1.全国层面的回归分析

考虑到中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在2011年以后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为更

全面地考察这种变化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分别对2000—2011
年、2000—2015年这两个时间段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本文还将分别考虑不加入控制

变量和加入各种控制变量、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GMM 下的情况,以检验实

证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

表3、表4列出了2000—2011年全国层面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度回归结果。

其中,列 (1.1)(1.4) (2.1) (2.4)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基本回归模型的估计结

果。其余项则纳入了投资水平、政府规制、金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城镇化等

控制变量。Hausman检验支持了列 (1.1)(1.4)(2.1)(2.4)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并

且从结果来看,在不受任何控制变量的影响下,无论是以工业销售总产值为质参量,

还是以利润总额为质参量,其回归结果均表明两组核心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国有

①

②

③

M.ArellanoandS.Bond,“SomeTestsofSpecificationforPanelData:MonteCarloEvidenceandanAppli-
cationtoEmploymentEquations”,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58,no.2(1991),pp.277 297.

M.ArellanoandO.Bover,“AnotherLookatthe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ofError-Components
Models”,JournalofEconometrics,vol.68,no.1(1995),pp.29 51.

R.BlundellandS.Bond, “InitialConditionsandMomentRestrictionsinDynamicPanelDataModels”,

JournalofEconometrics,vol.87,no.1(1998),pp.115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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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营工业企业对彼此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纳入控制变量的回归中,列 (1.2)(1.5)(2.2)(2.5)中 Hausman检验结果

表明回归方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解释变量和个体效应的统计不相关的原假设,

因此选用静态面板中的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下方程拟合优度R2 比不加控

制变量的基本回归模型的R2 更高,说明该模型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更强的解

释力。从具体数值来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二

者的共生度均小于基本回归模型中的数值,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方向并未

改变。这说明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并未显著地影响估计结果,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

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上述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较好地控制了个体效应,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增长从

长期来看是个动态过程,既受当前因素的影响也与过去因素有关,需要采用动态面板

方法进行再次检验。为了消除和降低模型的时滞性影响,我们通过建立带有一阶滞后

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来降低数据的时滞性影响。从表3、表4的列 (1.3)(1.6)(2.3)

(2.6)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两组数据的扰动项均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说明我们设

定的动态二阶自回归模型符合矩约束条件的要求。Sargan检验也表明模型所有工具量

都有效,具有合理性,因此可以使用系统 GMM 估计。从列 (1.3) (1.6) (2.3)

(2.6)的估计结果可看出,各模型中,滞后一期的国有或民营企业的工业销售产值和

利润总额均对本期工业销售产值和利润总额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恰与现实情况相

符合。正是由于动态面板考虑了这种滞后影响,控制了遗漏变量及不可观察因素的影

响,①系统GMM回归结果中共生度的数值有了更大幅度的降低。但由于国有经济与民

营经济相互影响的方向并没有改变,因此仍旧支持了基本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

得出的基本结论,进一步肯定了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存在共生关系这一假设。

 表3 2000—2011年全国层面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共生度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Zn1 lnZn2

(1.1) (1.2) (1.3) (1.4) (1.5) (1.6)

回归方法 RE FE SYS-GMM RE FE SYS-GMM

lnZs1
1.8658

(49.79***)

0.9769

(12.73***)

0.2327

(7.00***)

① 白俊红:《中国的政府R&D资助有效吗? ———来自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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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因变量 lnZn1 lnZn2

(1.1) (1.2) (1.3) (1.4) (1.5) (1.6)

回归方法 RE FE SYS-GMM RE FE SYS-GMM

lnZs2

1.0778

(23.44***)

0.2621

(6.40***)

0.1718

(5.07***)

inve
1.2142

(6.41***)

0.1577

(1.250)

1.7674

(6.06***)

1.3798

(5.16***)

regu
0.7862

(1.36)

-1.4862

(-5.84***)

3.9665

(4.44***)

-1.3228

(-2.36**)

tran
0.2048

(-2.37**)

-0.0150

(-0.94)

0.5509

(4.30***)

0.6420

(5.49***)

fina
0.0651

(1.340)

0.0574

(6.47***)

-0.0065

(-0.09)

0.1699

(6.66***)

fdi
0.1746

(4.14***)

0.0572

(9.50***)

0.0392

(0.61)

0.1768

(10.35***)

urban
6.2108

(6.87***)

-1.1582

(-3.55***)

10.7955

(8.54***)

0.8089

(1.76*)

cons
-6.9236

(-21.10***)

-4.1374

(-10.53***)

-0.2072

(-1.79*)

-0.7384

(-2.39**)

-3.7945

(-9.16***)

-0.4971

(-3.35***)

lnZn(-1)
0.8982

(44.380***)

0.5937

(32.74***)

R2 0.8806 0.9311 0.6138 0.8876

Hausman
0.3210

(2.27)

0.0000

(54.66)

0.9851

(0.03)

0.000

(82.54)

AR (2) (-1.1250) (-0.5555)

Sargan (29.1430) (25.6902)

  注:(1)括号内为Z/T统计量;(2)回归方法一列中,RE表示基于个体随机效应的普通面板回归,FE表示

基于个体固定效应的普通面板回归,SYS-GMM 表示两步法系统 GMM 估计; (3)***、**、* 分别表示在1%、

5%、10%的水平上显著;(4)Hausman检验表明模型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否拒绝解释变量和个体效应的统计

不相关原假设,进而决定选择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给出了显著性概率p值;(5)AR (2)、

Sargan检验分别是SYS-GMM模型的二阶残差序列相关、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的具体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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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2000—2011年全国层面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共生度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Zs1 lnZs2

(2.1) (2.2) (2.3) (2.4) (2.5) (2.6)

回归方法 RE FE SYS-GMM RE FE SYS-GMM

lnZn1

0.4684

(49.95***)

0.3420

(12.73***)

0.1302

(9.40***)

lnZn2

0.5587

(23.29***)

0.4293

(6.40***)

0.3554

(10.77***)

inve
-0.2641

(-2.24**)

0.1938

(2.06**)

-1.2871

(-3.32 ***)

-0.5701

(-1.54)

regu
0.3872

(-1.13)

-0.7196

(-3.91***)

0.6250

(0.530)

-0.1103

(-0.16)

tran
0.1408

(2.76***)

-0.0466

(-2.36**)

-0.3161

(-1.88*)

-0.0371

(-0.46)

fina
-0.0202

(-0.70)

0.0021

(-0.32)

-0.0816

(-0.85)

-0.2289

(-4.04***)

fdi
-0.1170

(-4.72***)

-0.0196

(-6.14 ***)

-0.1231

(-1.50)

0.0491

(0.360)

urban
2.6573

(4.80***)

0.5409

(5.62 ***)

8.6122

(4.99***)

3.7556

(4.39***)

cons
4.1977

(38.15***)

3.9489

(25.31***)

0.9807

(6.12***)

2.2919

(13.39***)

-0.2145

(-0.36)

1.4546

(3.65***)

lnZs(-1)
0.7337

(20.43***)

0.1641

(6.40***)

R2 0.8810 0.9035 0.6138 0.6528

Hausman
0.8797

(0.26)

0.0021

(24.21)

0.2570

(2.72)

0.0003

(28.85)

AR (2) (-0.9827) (-0.3751)

Sargan 26.550 -28.721

  注: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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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本文从2000—2015年国有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回归结果中,均可以得到

与上述相似的结果,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 2000—2015年全国层面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共生度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Zn1 lnZn2

(3.1) (3.2) (3.3) (3.4) (3.5) (3.6)

回归方法 RE FE SYS-GMM RE FE SYS-GMM

lnZs1

1.8184

(60.46***)

0.9029

(14.10***)

0.1973

(4.00***)

lnZs2

0.9232

(20.19***)

0.2764

(9.53***)

0.1377

(7.98***)

inve
1.1066

(6.99***)

0.2894

(4.31 ***)

1.0098

(3.94***)

0.3367

(3.86 ***)

regu
1.4704

(2.95***)

-1.0240

(-3.97 ***)

3.0597

(3.89***)

-0.6562

(-1.25)

tran
0.4344

(5.37***)

0.0101

(-0.3)

0.9018

(7.37***)

0.8652

(9.81***)

fina
0.0330

(-0.730)

0.0352

(3.80***)

-0.0010

(-0.01)

0.1051

(3.17***)

fdi
0.1692

(4.17***)

0.0710

(3.60***)

0.1267

(1.98**)

0.1999

(5.87***)

urban
3.9716

(5.35***)

-0.8374

(-2.18 **)

8.7553

(8.71***)

-0.4253

(-0.80)

cons
-6.5541

(-23.18***)

-2.7030

(-7.80***)

0.0408

(-0.2)

0.2596

(-0.840)

-2.6799

(-7.53***)

0.2363

(-1.470)

lnZn(-1)
0.8625

(34.50***)

0.6882

(32.81***)

R2 0.8891 0.9384 0.4596 0.8817

Hausman
0.3760

(1.96)

0.0000

(56.82)

0.5603

(1.16)

0.0000

(82.51)

AR (2) (-1.3019) (0.4514)

Sargan (27.6515) (27.6382)

  注: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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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2000—2015年全国层面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共生度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Zs1 lnZs2

(4.1) (4.2) (4.3) (4.4) (4.5) (4.6)

回归方法 RE FE SYS-GMM RE FE SYS-GMM

lnZn1

0.4864

(60.57***)

0.3432

(14.10***)

0.1895

(9.81***)

lnZn2

0.4964

(20.21***)

0.6159

(9.53***)

0.4366

(10.80***)

inve
-0.4621

(-4.60***)

-0.1551

(-3.16***)

-2.2350

(-5.97***)

-2.3669

(-8.35***)

regu
0.5989

(1.94*)

-0.3014

(-2.05**)

2.3944

(2.02**)

1.6015

(1.71*)

tran
0.1256

(2.45**)

-0.0296

(-1.02)

-0.1139

(-0.59)

0.5530

(5.13***)

fina
-0.0257

(-0.93)

-0.0046

(-0.48)

-0.3134

(-2.96***)

-0.1993

(-1.78*)

fdi
-0.1175

(-4.72***)

-0.0403

(-9.29 ***)

-0.2536

(-2.67***)

-0.0273

(-0.26)

urban
3.2225

(7.21***)

-0.3130

(-1.25)

2.8912

(1.79*)

1.5000

(-1.170)

cons
4.0880

(38.98***)

3.7691

(26.76***)

1.0844

(5.53***)

2.5187

(14.42***)

2.1392

(3.85***)

2.4671

(8.45***)

lnZs(-1)
0.7289

(16.89***)

0.152

(2.36**)

R2 0.8891 0.9123 0.4596 0.5223

Hausman
0.8205

(0.40)

0.0002

(30.64)

0.6606

(0.83)

0.0056

(21.68)

AR (2) (-0.6153) (-1.1469)

Sargan (27.6976) (28.1194)

  注:同表3。

为更清晰地比较两时间段下三种估计方法得出的结果,本文进一步整理表3、表

4、表5、表6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数据 (共生度),得到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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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 全国层面共生度组合

质参量 Z1 Z2

回归 RE FE SYS-GMM RE FE SYS-GMM

方法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δns 1.87 1.82 0.98 0.90 0.23 0.20 1.08 0.92 0.26 0.28 0.17 0.14

δsn 0.47 0.49 0.34 0.343 0.13 0.19 0.56 0.50 0.43 0.62 0.36 0.44

  注:作者整理。

表7中,列 (1)表示对2000—2011年数据回归所得到的共生度,列 (2)则是对

2000—2015年数据回归所得到的共生度。比较 (1)(2)可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存

在共生发展关系”这一结论是比较稳健并且显著的,它并不依赖特定的时间窗口。但同

时列 (1)(2)的具体数值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000—2015年所得到的国有经济对民营经

济的共生度相比2000—2011年的共生度有所下降,而对2000—2015年回归所得到的民营

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共生度数值要大于2000—2011年的回归系数。这说明,尽管国有经济

与民营经济对彼此的正向推动作用在2000年以来是稳定存在的,但2011年以后国有经济

对民营经济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而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推动力度有所增强。

除此之外,由表7可知,在分别考虑控制变量、因变量滞后项及模型内生性的影

响后,两组数据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共生度逐步降低,但δns、δsn 始终大于0,

且δns≠δsn。结合表1可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存在非对称性的互惠共生关系。两

个时间段、不同估计方法下均呈现的相似结果正说明了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也恰与前文提出的假设二相吻合。

2.区域分组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国有与民营经济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全国层面考察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分组对2000—2015年东部、西部、中部的共生

度进行回归分析。因分组回归中每组样本中的横截面维度N 较小,故系统GMM方法虽

适用于N 大T 小的短动态面板,却不适用于此处的回归分析。这里仅选用静态面板数据模

型,并且通过Hausman检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①回归结果见表8、表9。

① 静态面板的个体效应模型不能体现内生性问题和被解释变量具有的滞后效应,但全国层面的共生度回归

结果中,动态面板模型和静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并未有较大差异。并且在考察区域层面的共生度时,在动态面

板模型由于每组N的样本数量较少而未通过检验的情况下,使用静态面板模型,结果仍然发现东部、中部、西部

层面和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相似。因此认为静态面板模型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会给估计结果带来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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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 区域层面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共生度回归结果

区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因变量 lnZn1 lnZn2 lnZn1 lnZn2 lnZn1 lnZn2

(5.1) (5.2) (5.3) (5.4) (5.5) (5.6)

回归方法 FE FE FE FE RE FE

lnZs1

0.5898

(7.37***)

0.7296

(4.84***)

1.6325

(12.56 ***)

lnZs2

0.1404

(3.18 ***)

0.3132

(6.87***)

0.3432

(5.88 ***)

inve
1.2331

(5.38***)

0.5991

(1.510)

0.0890

(0.230)

0.4177

(0.760)

-0.1507

(-0.580)

-0.0130

(-0.020)

regu
1.5362

(1.390)

1.2754

(0.650)

4.6893

(2.45**)

12.5648

(4.72***)

1.4958

(2.70***)

3.4563

(3.29***)

tran
0.6690

(6.36***)

0.8935

(5.68***)

0.5537

(3.21***)

1.0495

(4.45***)

-0.1313

(-0.940)

0.2985

(1.080)

fina
0.2321

(2.61***)

0.4708

(3.16***)

0.2795

(2.98***)

0.0002

(0.000)

0.0522

(0.870)

-0.1626

(-1.420)

fdi
0.1696

(4.81***)

0.1624

(2.69***)

-1.0668

(-2.40**)

-0.8355

(-1.470)

1.4418

(5.21***)

0.7977

(1.550)

urban
4.6681

(4.91***)

10.5157

(7.78***)

7.1140

(4.40***)

4.8223

(2.39**)

2.5834

(1.85*)

12.4324

(5.76***)

cons
4.9100

(-1.71*)

-3.4066

(-5.26***)

-2.8958

(-3.03***)

-1.8359

(-2.74***)

-7.1538

(-11.25***)

-3.8501

(-7.03***)

R2 0.9465 0.8788 0.9592 0.9382 0.9548 0.8798

Hausman
0.0000

(57.98)

0.0000

(51.58)

0.0000

(72.90)

0.0000

(82.03)

0.1655

(11.69)

0.0001

(33.49)

  注:(1)括号内为Z/T统计量;(2)回归方法一列中,RE表示基于个体随机效应的普通面板回归,FE表示

基于个体固定效应的普通面板回归;(3)***、**、*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4)Hausman检验

表明模型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否拒绝解释变量和个体效应的统计不相关原假设,进而决定选择随机效应还是

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给出了显著性概率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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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9 区域层面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共生度回归结果

区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因变量 lnZs1 lnZs2 lnZs1 lnZs2 lnZs1 lnZs2

(6.1) (6.2) (6.3) (6.4) (6.5) (6.6)

回归方法 FE FE FE FE FE RE

lnZn1

0.4339

(7.37***)

0.2354

(4.84***)

0.2493

(11.08***)

lnZn2

0.4273

(3.18***)

0.9412

(6.87***)

0.5535

(7.08***)

inve
-1.0091

(-5.09***)

-2.5886

(-3.90***)

0.1786

(0.800)

-1.5835

(-1.68*)

0.0499

(0.500)

-1.9385

(-3.34***)

regu
-0.2279

(-0.24)

12.8233

(3.89***)

-1.0933

(-0.98)

-13.5865

(-2.78***)

0.2392

(1.09)

0.2047

(0.17)

tran
0.1820

(1.82*)

-0.0681

(-0.23)

0.1421

(1.40)

-0.1100

(-0.25)

0.0799

(1.47)

0.1680

(0.56)

fina
0.0772

(1.00)

-0.6202

(-2.36**)

0.0050

(0.09)

-0.1827

(-0.820)

-0.1270

(-5.56***)

-0.2648

(-2.32**)

fdi
-0.1001

(-3.19***)

-0.2249

(-2.12**)

-0.9075

(-3.71***)

-1.8064

(-1.84*)

-0.5250

(-5.06***)

-1.4872

(-2.41**)

urban
3.0644

(3.64***)

1.3616

(0.49)

2.3684

(2.45**)

0.6127

(0.17)

4.2404

(8.03***)

5.3762

(2.31**)

cons
2.7713

(8.36***)

2.7883

(2.32**)

5.2518

(19.32***)

4.2315

(3.74***)

4.1851

(38.15***)

2.2143

(3.42***)

R2 0.8892 0.4341 0.9270 0.5688 0.9769 0.6803

Hausman
0.0072

(20.99)

0.0503

(15.49)

0.0003

(58.25)

0.0003

(36.87)

0.0688

(14.54)

0.2594

(10.08)

  注:同表8。

  为统一分析各地区共生行为模式,根据表8、表9的回归结果将各区域国有与民营

经济的共生度及由共生度换算而来的共生系数组合,得到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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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 各区域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度组合

质参量 Z1 Z2

区域 东 中 西 东 中 西

δns 0.5898 0.7296 1.6325 0.1404 0.3132 0.3432

δsn 0.4339 0.2354 0.2493 0.4273 0.9412 0.5535

θns 0.5761 0.7560 0.8675 0.2473 0.2497 0.3827

θsn 0.4239 0.2440 0.1325 0.7527 0.7503 0.6173

  注:作者整理。

由表10可知,无论是单单考虑全国层面,还是进一步考察东部、中部、西部地

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度均为不相等的两个正数。区域分组的回归结果再次

验证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存在正向共生、互相促进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

而不存在偏利共生和寄生关系。除此之外,从表10可看出,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

的共生关系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从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共生系数θns 来

看,西部>中部>东部。从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共生系数θsn 来看,东部>中部>
西部。这表明,中国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推动作用呈现由东向西递增的地域特征,

而民营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促进作用却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特征。这一发现也与现实情

况相符。

东部地区的广东、浙江等省份,民营企业起步较早,发展规模较大,水平较高,

对国有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反哺作用。同时,就整个东部各省份的平均发展水平而言,

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也仍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以非公经济繁荣著称的浙江

省,国有企业数量 “不减反增”,许多国有企业成了行业的龙头企业,又带动了相关非

公企业的发展,出现国有企业 “枝繁”,民营企业 “叶茂”的互惠共生现象。在以吉林

等资源大省为代表的中部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的比重较高,重工业和装备制造工业

基础雄厚。而民营经济规模较小,发展较为滞后。近些年,在强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后,中部国有经济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而民营经济在资源禀赋、劳动

力成本和政策方面的优势也愈发明显,这些优势是中部地区吸引沿海产业迁入的重要

因素,也是有机会与当地国有企业开展产业上下游合作的重要因素。因此,中部地区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呈现出密不可分的仍旧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共生关系。与东中部

不同的是,中国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明显落后,民营企业由于受人才、资本、观念、

经济实力、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尤其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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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国防军工基地,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和国民经

济命脉,民营经济发展相对不足。①因此,中国西部地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系

统中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

以上计量结果均表明前述假设 H1、H2成立,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确实并

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关系。作为两个共生种群,国有经济会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民

营经济也会反哺国有经济,二者存在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实现了1+1>2的共生

效果。

五、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机理阐释

实证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

而是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共生发展关系。有关统计数据也验证了上述研

究结论。以工业为例,2003—201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由94519.79亿

元增加到397403.65亿元,主营业务收入由58027.15亿元增加到241668.91亿元,

利润总额由3836.20亿元增加到11416.72亿元。2003—2015年,私营企业资产总额

由14525.29亿元增加到229006.48亿元,主营业务收入由19733.77亿元增加到

386394.60亿元,利润总额由859.64亿元增加到24249.73亿元。可见,无论是资产

总额、主营业务收入,还是利润总额,都表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共同发展的。

那么,其机理何在呢?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可能存在诸多因素驱动了国有经济

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发展。其中,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

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的影响最为显著,它们共同促进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纵

深合作与发展。

(一)市场规模效应

从宏观层面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同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增长,

整个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从而为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

盈利空间。从中国经济总规模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0280.1亿元,2015年国

内生产总值为685505.8亿元。2015年与2000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净增加585225.7

① 王琴梅:《对国有经济在西部开发中功能作用的理性思考》,《开发研究》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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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加了5.8倍。这意味着市场规模在成倍增长,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广阔,

而不是争夺既定规模的蛋糕。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都可以从中国经济成长中、从中

国经济做大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从企业层面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股权、品牌等方面的合作,

将促使共生体在生产、经营和资产规模上的扩大,进而发挥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推

动技术创新,拓展市场空间。其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将大大提高行业地位和谈判能力,

降低交易成本、挤占分销商的利润空间,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降低管理

成本、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以及提升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其所做的信用评级,从而增

强其融通资金实力与能力。

现实中,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为获得市场的规模效应,实现 “双赢”,已在众

多领域开展了高度的企业融合。一些规模小、效益差、获利难的民营企业选择参与到

行业内的龙头企业的并购融合中,通过大企业的扶持与优势来提升企业业绩以及维持

长久发展。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 “强强联合”不仅能提升其行业地位,更增加了中

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例如,中国建材在实践 “央企市营”理念的过程

中,通过与重组的上千家民营企业高度融合,快速从一个营业额仅有20亿元的企业,

蜕变为营业额超过2500亿元的全球第二大建材企业,不仅用220亿元国有权益控制了

660亿元净资产,带动了超过3600亿元总资产,确保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也创造

了更大的市场空间。①因此,市场规模效应促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到

“双赢”发展新经济格局中,享受互利共赢的好处与成果。

(二)优势互补效应

从全球视野看,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均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奉行的是自由化、私

有化和市场化,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法国、澳大

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后,国有企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

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具有显著地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统计,在其

34个成员国中,国有企业共计2111家,资产合计超过2万亿美元,雇佣人数600万

人。从产业分布来看,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邮政、电信、电力和天然气、

大众传媒和金融服务等基础设施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这些产业对一国的国民

① 温源:《国企民企:“合”得来才能 “混”得好》,《光明日报》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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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均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①

何以至此?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拥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说明,国有经济

在克服市场机制失灵、应对经济危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有效运行等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甚至是私有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有效应对

经济的周期波动、战争破坏以及不断开拓国际市场的新要求,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

济逐渐转向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宏观调控的基础和

手段,各国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发达国

家采取的国有化措施说明,国有经济仍然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看,国有经济在宏观稳定、创新引领、克服市场失灵、应对

国内外突发事件和国际竞争、兼顾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确保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同时也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宏观条件。当然,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推

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从而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

提供了有效的竞争环境和广阔的市场需求。

从企业融合层面看,大体上,国有企业较之民营企业具有资源、规模、技术、人

才、渠道和品牌等优势。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具有体制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快等

优势。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可以扬长避短,各取所需,将民营企业灵活的体

制机制与国有企业雄厚的资本实力和政治资源进行有效嫁接。例如,泰豪集团1996年

就与具有国有背景的四家企业共同成立泰豪科技,它们各有所长,或具有扎实的销售

和技术资源,或具备较好的市场资源、政策优势以及较强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先进的管

理经验。通过优势互补的资源整合,五家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不断增强。②同样,中

国航油集团就曾在2008年与民营企业泽胜集团合作,向长江沿线机场提供航油运输,

其合作方式为:前者出资1.67亿元,而后者以30条船、8.5万吨运力入股。双方互相

参股后,国有企业严格的内部管理极大地影响了民企,如今的泽胜船务在与国企的合

作中迅速成长,已成为国内内河危险品运输领域的标杆企业。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

灵活的机制、高效的决策、超强的市场执行力,也使中国航油实现了快速发展,彻底

改变了以往长江航油运输无序、安全无保障的状况”。③

①
②
③

鲁桐、党印:《改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国际经验及其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4期。
大成企业研究院:《民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分析》,《中国民商》2015年第12期。
温源:《国企民企:“合”得来才能 “混”得好》,《光明日报》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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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互竞争效应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毫无疑问,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同样存在激烈

的竞争。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做强做优做大,还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都只能在市场

竞争中实现,以自身的竞争力赢得自己的市场地位。一是竞争的压力迫使它们自练内

功 “强身健体”。为此,都要加强管理、不断创新,努力降低成本,以确保优势地位。

像民营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就起到了激活的作用。通过与国有企业的竞争,民企更

加注重改善管理与技术水平、拓展业务链条,学习国有企业的人文关怀,强化员工的

归属感。不少民企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从过去的家族制、家长制的管理体制逐步过渡

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体制,并通过培养大批的技术专家、建立较为稳定的薪酬制度以弥

补自身不足,提高在竞争性领域的对抗能力。二是在做强做优的过程中改善了整个产

业的生态系统。一方面,表现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了,如自身的创新能力和

适应能力提高了、市场空间拓展了。另一方面,表现在可以吸引更多的外部能力和外

部资源。

例如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在全国诸多地方国有企业越来越少的

情况下,其国有企业却屹然崛起,国企与民企形成良性互动、共生共荣的局面。到

2014年底,浙江省国有企业共有7700多家,资产总额4.75万亿元,2014年实现营业

收入、利润总额分别为1.04万亿元、628亿元。目前浙江 “千亿级”大型企业共有4
家,另有9家企业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均超100亿元。还有7家省属企业位列中国企业

500强,其中物产集团已连续4年进入世界500强。正如刘瑞所说,“国有企业与民企

同台竞技,不存在 ‘与民争利’的问题,相反能够相互产生 ‘鲶鱼效应’,可以引导市

场有序发展,增进社会福利”。①

总之,相互竞争效应最终将促进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形成国有企业与民

营企业 “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鲜明特色和整体格局。

(四)分工合作效应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是适应市场竞争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展

的必然。至于它们之间如何分工合作,是由其各自的市场地位决定的。从现有情况看,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分工合作。

① 欧阳袖:《再驳 “世行报告”的国企观点》,《现代国企研究》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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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产业链配套中进行的分工合作。表现为,民营企业为大型国有企业提供产

业链配套服务。从国有企业角度看,无论规模有多大,只能处于产业链中一个或几个

环节,不可能囊括全部。一般要有其他中小企业为其提供生产配套服务。从民营企业

角度看,为大型国有企业提供产业链配套服务,既可以帮助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发展主

营业务,提高专业化程度,走向产业链高端,也能因此拓展自身的经营范围,融入国

有企业的产业链布局中。我们常常看到,一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一批中小民营

企业的发展。像中国移动经营的是基础电信业务,与之密切相关的下游电信增值业务,

多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中石油的供应商高达数千家,供应商中占比较大的非公有制

企业更是散布在各行各业。①在航空行业,民营企业也多专注于为航空公司提供附件维

修服务,西安的恒锵公司就与国航、东航和南航等大型航空公司建立了良好的承修关

系,其年产值、维修范围也有了惊人的突破。国有企业与民企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合

作使得中国诸多行业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还有一种分工合作是针对加工企业和商

业企业的,负责生产的加工企业与长期活跃在流通领域的一些商业企业分工合作,共

享一整套销售网络,打破所有制、地域和生产与流通的界限。像中国移动这样的基础

电信运营商,也多与民营企业在销售环节合作,其代理经销网点由民营企业和个体商

户经办的随处可见。

二是在国际竞争中所进行的分工合作。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向纵深发展,使得国

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亦即中国的本土企业即使不跨出国门,也直接面临

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而中国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还不高,难以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抗

衡。如2015年中国大陆有9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88家是国有企业。从中国

与跨国公司多年竞争的实践看,一些民营企业面对跨国公司强大的实力和各种利益诱

惑,逐步成为跨国资本的并购对象或附庸,甚至有的产业出现一家企业被跨国公司并

购,竟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整个产业沦陷。正如胡鞍钢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

国家,需要有具有超级企业竞争力的超级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②

三是在重大科技研发中所进行的分工合作。重大科技研发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

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的风险,民营企业一般不愿投入。这样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往往要由

国有企业来做,比如航空航天、重大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都是由国有企业或者

①
②

宗寒:《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中华魂》2014年第23期。
刘先云:《国企民企,谁也离不开谁》,《人民日报》201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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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的科研院所来做的。国有企业在关键和基础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后,打破国外的技

术垄断,民营企业也从中受益。如随着以京东方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平板显示领域不

断突破,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液晶面板价格大幅下降,拓展了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①

(五)要素流动效应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要素流动,正说明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生发展的。

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向民营企业输送人才和技术,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很多民

营企业的高管和技术骨干都来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人才向民企流动,在一定程度上

可弥补民企在技术、管理上的短板,节约了人才培养成本,缩短了人才培养周期,为

民企的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我们也有一些国有企业,主动把相关民营

企业的人才培养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例如中船重工在成立之初,就设立了针对民营企

业的 “人才培养”战略规划。既将本企业优秀人才向民企输送,又帮助民营企业培养

管理、技术人才,带动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②国有企业也对民营企业产生大量

的技术外溢。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取得了在关键技术上的成功后,无形中会成为技术模

仿和技术扩散的中心,如国有企业通过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创新可以有效促进相关配套

民营企业的技术提升;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向民营企业的流动,带动了新技术、新

思想的传播。这些流动的人员能够快速地将自己掌握的新技术、新思想、新方法在新

的环境下进行利用,从而促进民营企业的技术进步。例如国机集团下属的科研院所只

有30%的技术是提供给国有企业的,而另外70%的技术是提供给民营企业的,民营企

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割不断的。

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在参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它在

资本市场上的优势,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实现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

和保值增值,促进国有企业从 “管资产”向 “管资本”转变。没有大量的民营资本的

股权投资,就不可能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市场化,国有资产管理就不可能

实现向 “管资本”的真正转变。2005—2012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

引入638项民间投资,数额累计15146亿元。到2012年底,民间资本参与国有资产产

权交易的总数是4473宗,占到交易总数的81%,交易金额总计1749亿元,是全部交

①
②

洪功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思考》,《理论探索》2016年第6期。
尤放、吴杰等:《共生共荣 国家力量 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双赢、共同发展纪实》,《国企》2011年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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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总额的66%。①通过资本运作与国有企业合作,民营企业的机制活力顺利嫁接到国有

企业资源上,创造了新的价值增量。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生物学中的共生理论引入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并借

鉴Logistic模型分析了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三种共生模式均衡解及其稳定条件。

通过多种共生关系下的稳定性分析发现,在互惠共生的情形下,共生伙伴都能够实现

1+1>2的效应,且对称性互惠共生系统是最和谐稳定的,也是各共生状态未来发展的

趋势。共生系统的均衡规模水平只与外生的资源供给及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系数

相关,而与共生单元固有的成长率无关。结合现有研究,文章提出可检验的假设:国

有经济不会 “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也不会 “拖累”民营经济的增长,并且国有

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存在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假设。为验证上述假设,本文建立

了测算共生关系指标———共生度的静态、动态面板模型,以判断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

经济之间的共生模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处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发展状态。从全国层面和东部、中部、西部层面来看,结论都

是一致的,前述假设成立。

上述研究结论,与实际情况非常吻合。正是得益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的共

同发展,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改革

开放40年以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为9.5%,以美元

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约14.5%,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

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

走向小康”。② 进一步思考后我们发现, “两条腿”比一条腿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协

调,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因市场规模效应、优势互补效应、相互竞争效应、分工

合作效应、要素流动效应等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带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有三。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

①

②

参见 《国资委:大力支持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2013年12月19日,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19/c_118622197.htm。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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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系统中,作为两大共生单元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

济,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如同自然界中的多种物种一样,二者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

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在这样的共生关系下,共生系统的均衡与共生单元固有

的成长率是无关的,过于看重单一经济类型在经济中的比重,难以实现经济腾飞。因

此,“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

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二是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动摇。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与其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有关,公平的

竞争环境是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为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共

生环境,可以使共生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更加高效的物质、信息、能量交流中

得以实现。我们既要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 “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问题,也

要解决国有经济发展中的负担过重、不公平竞争问题。三是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不动摇。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骨干和支柱作用,无论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

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巩固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都需要坚持做

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特别是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各级政府不再创办国

有企业的背景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显得尤为必要。




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

100  

TheTheoreticalandEmpiricalStudyofSymbioticDevelopment
betweentheState-ownedEconomyandthePrivateEconomy
———BasedontheProvincialPanelDataofChinain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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